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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耀华先生 1940年完成的一系列康藏地区的民族志不但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
以藏区为对象的人类学成果，同时也是人类学家参与边政学思考的重要作品。在这些作品
中，林耀华见证和描述了中国边疆封建社会基本结构和正在发生的转型过程，他对封建制
度、等级制度和家屋制度的研究迄今为止仍旧是我们理解藏人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
资源。其中林先生在田野调查中所发现的家屋制度，从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开始已经成为人
类学研究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关键观念。本文力求呈现林先生的经验材料脉络和理论思
考，以及其中蕴含的边政学主张，以贡献于未来人类学的边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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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林耀华先生接受成都燕京大学的聘请，出任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1943年到
1945年间，李安宅先生和林耀华先生合作主持了一个川康少数民族调研基地，李安宅先生
的兴趣一直是藏族研究，而林先生在大小凉山调查结束之后，也于 1944年和 1945年两年的
暑假期间进入康北藏民区域和嘉绒人地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1944年，他的田野地点
主要在甘孜县城以北的绒擦沟，共 11个村庄，调查了 50个家户，撰写了《康北藏民的社会状
况》［1］（1945）。1945年，主要的调查区域在嘉绒四土的范围，即今日理县的西北部区域，发表
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2］（1947）和《川康嘉戎的家族与婚姻》［3］（1948）两篇文章。另外，
基于 1945年暑假的田野民族志，林先生还撰写了《四土嘉戎》一书，可惜书稿于“文革”期间
丢失，我们今天只能够从陈永龄先生相关的藏族研究中看到其核心要旨和被引用的只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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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1951年，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林耀华被中国科学院抽调，参加随十八军进藏的
西藏工作队，担任历史社会组（后改称社会科学组）组长。这次调查的成果之一是《波密简
述》［4］。关于林先生在西藏工作期间的大致状况，王晓义先生曾经在《与林耀华老师及宋蜀
华学长在西藏工作队的日子》［5］一文中有简要的叙述。1952年，林先生从西藏返回北京之
后，就进入了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任藏族研究室主任。陈永龄先生说：“耀华师之研究目的
在于将中国西南各边疆民族作精细之个别研究，然后再同此顺而推及于西北东北各边疆民
族及台湾之番民，海南岛之黎民，做一系统之比较研究，则对于未来树立中国边疆民族学之
基础殊有贡献。”［6］1964年，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和王辅仁四位先生联名写了《对我国藏
族、维吾尔族和傣族部分地区解放前农奴制度的初步研究》［7］，进一步将西部边疆三个典型
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放在一起作了综合的比较研究。
李安宅先生和林耀华先生是最早进入藏区从事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目前学界对李安
宅先生的藏族研究成果讨论比较多，而对林先生的田野调查和学术思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
篇系统的梳理性文章。林先生与李安宅先生一样关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问题，但由
于学术进路不同，林先生的研究自有其鲜明的特色与追求。首先，林耀华关于藏族地区的学
术思考与他对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的研究关系密切，对等级问题格外关注，并且在某些段落
中还将两个民族的等级制作了对比分析。其次，林耀华对边疆土司的封建制度更为关注，在
这方面，李安宅先生更加注重对寺院庄园的封建制度的分析。再次，林耀华对嘉绒人的婚姻
与家名制度作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开人类学家屋制度研究之先河，而家名制度直到今天仍旧
是我们理解和把握藏族的社会与经济状况的核心问题。这三个方面都跟当时的边疆政治变
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其核心的思想则是推动藏民和嘉绒人的政治现代化，尤其是等级
主义社会向平等主义社会的转变。《四土嘉戎》书稿遗失，我们已经不可能了解林先生藏族研
究的人类学思考之全貌，而《波密简述》由于是在特定环境下写就的文章，其学术思想也已经
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本文将以林先生 1944—1945年两次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为核心，参
照《波密简述》和陈永龄先生 1945年陪同林先生调查的学术成果，力求呈现林先生的思想样
貌，并和其他人类学家相关的学术成果进行必要的比较分析。
林耀华对康区的考察即包括了甘孜北部绒擦沟的藏人和理县附近的嘉绒人两个群体。
这两个群体在祖源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宗教信仰上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康北藏人笃信藏
传佛教，而嘉绒人则保留了很多苯教信仰，但两个群体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亲属制度和土
地所有制等方面相似性很高。其中，土司治下的封建土地制度、寺院教区制和家名制度是林
先生研究的关键问题所在。
土地与等级
林耀华进入四川藏区进行研究时，正是新国家建制努力抵达边疆的时代，旧有的土司制
度虽然还在延续，但总体上已经处于衰败的过程中，新旧两种国家制度都无法有效治理的边
疆，成为枭雄辈起的英雄地。林先生沿途几次碰到了被遗弃的土司官寨和同样萧条的农场办
事处，末路的旧有封建制度和比较迷茫的现代国家，在林先生看来恐怕都不足以承担边政建
设的任务，边政建设，首先得从系统了解边疆社会的整体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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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北藏民和嘉绒人当时都处于土司制度治下，林耀华认为这种社会组织方式“半因其地
处边区，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却保持着原有的封建气味，半因历史上受西藏宗教势力的影
响，迄今喇嘛仍居社会上政治上主要的地位”［8］。林耀华并没有严格界定他所使用的“封建”
一词的含义，他所说的“封建气味”，核心即指“土司贵族世世袭职，因其拥有领域土地，也
就是封建主阶级……平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由土司派分田园以作耕种，对土司负有纳粮差
徭的责任。”［9］在土司之下，还有世族“吉松”和大小头目，都由土司赐予土地，且不承担任何
徭役，但各自都要负责土司政治系统运行中的各种行政工作。平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能耕
种土司分派的份地。除了实物地租之外，附着在份地上的还有兵役及各种徭役，据林先生记
载，各种乌拉有八种。比平民更低的是科巴，属于土司和头人的私人奴仆，从土司到分有份地
的平民都可以拥有科巴。科巴不承担粮差，也没有徭役。关于嘉绒人的土司制度和社会组织，
林耀华先生没有正面描述，所述者集中在诸土司的历史沿革、亲属制度和近代头人对土司制
度的冲击。从陈永龄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嘉绒的土司制度与康北藏人类似，亦区分成土
司、头人和百姓三个等级，各级头人有封地，不给土司上粮，不承担徭役，而平民靠份地生存，
同时承担繁重的乌拉。林耀华认为，这种极为严重的等级差异是造成当时社会凋敝的重要原
因：“村落差户有穷困不堪压迫者，则逃遁他乡到处游荡，或相聚为匪，实行劫夺。人民送子入
寺院为喇嘛，大部分的原因亦受经济的压迫。因是作者经历之区，常见村落凋零，人口减缩，
破家荡产者比比皆是。许多虚堡空寨表示从前曾盛极一时，今则荆棘满地，野草丛生，不胜荒
凉之感。”［10］
牧民以三五牛厂为单位，在一定的区域内放牧，牧场土地亦归土司、贵族或寺院所有。每
个游牧区域都有着严格的产权边界，封建主在每个游牧区域设卞卡即头人，来管理牧场和牧
民。牧民同样对封建主履行徭役、兵役等义务，越界游牧需要承担所使用牧场的相应义务。牲
畜为牧民的私有财产，每年冬季牧民要到低地平坝地区用牲畜交换所需物品。林耀华发现，
在农牧民之间存在一种固定的交换联结：“每一牛厂必须觅一农户为主顾，由农户安排厂主
的住处，招待厂主饮食，厂主的买卖皆经农户办理交涉，以所得十分之一归于农户以为酬劳。
厂主与一个农户发生关系后，每年凡到低地时必以原来农户为主顾。”［11］这样一种代理交易
就是牧民唯一能够进入的市场，固定的商人群体在藏民内部没有发展起来，这在林耀华看来
是藏人社会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林耀华对藏人等级制度的分析主要根据的是土地占有与权力关系。宗教并非林耀华研
究的重点问题，但要理解藏人社会的等级制度，必然要将寺院和僧侣团体纳入进来才行。林
耀华一方面延续了李安宅对佛教寺院与大学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却说：“康地物质环境困
难，历来喇嘛教蔓延，教义消极自守不求进取，甚合人民的心理。”［12］在林耀华看来，喇嘛教
除了满足藏人对生前死后之福报的需求外，主要还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组织存在的。他说：
“喇嘛的势力在康北和在西藏一样，不是限于宗教方面，实际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喇
嘛都操着极大的权力……喇嘛中有越规犯法之事，土司土官又无权过问，所处的地位显见特
殊。”［13］政治上，当时刚刚圆寂的香根活佛就是孔撒家土司宜美的胞弟，时任女土司德钦旺
姆的叔叔，其权势自不必说。经济上，寺院一方面有自己的土地和科巴，每年除了收租，还要
征调科巴为寺院服劳役；另一方面，还设有商号，放贷取息。“多数平民送子入寺为僧，原因由
于经济的诱引者为多。凡小儿无论年龄大小经到寺院注册立为沙弥之后，每到半年寺院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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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账之时，必分有红利若干。”［14］
藏人的等级制度还体现在等级内婚制和家屋制度上。等级内婚制指的是藏人和嘉绒人
在联姻的选择上高度重视联姻双方的等级对应性，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接受不同等级之间的
婚姻，尤其是土司，如果一个土司希望和头人或者百姓通婚，甚至会招来自己属民的激烈反
对。家屋作为土地与权力的载体，亦可区分成土司、头人和百姓三种。土司的家屋之名可以涵
盖其统治区域的全部范围，因此也就包含了其治下所有的土地和人口，头人的家屋同样包括
自己从土司那里获封的全部土地、人口，而百姓的家屋则只限于自己领受的份地、房屋和家
里的人口。
家屋与婚姻
林耀华先生是最早发现和论述家屋制度的人类学家，这一发现被他的学生陈永龄先生
所继承，成为分析嘉绒人乃至整个藏人社会的一个十分有力的理论工具。家屋制度后来因为
列维－施特劳斯在 20世纪 70年代之后的细致研究而享誉世界。列维－施特劳斯坚定地认为
作为一种政治发生学机制的家屋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存在十分鲜明的可比性，而
林先生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已经将家屋制度与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了。林耀华
没有给家屋制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最接近定义的一段表述是：“嘉戎家族为其社会组织的
中心。戎人家族没有姓氏，但每家住屋必有专门的名号。这名号的含义甚广，它代表家屋继承
人的一切权力与义务，举凡住屋财产，屋外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系，以及族内人员在
社会上的地位等，莫不在住屋名号之下，而有传统的规定。质言之，屋名概括家族团体的物质
方面与非物质方面的两重内涵。”［15］在这里，林先生注重的是家屋作为一个封建体的政治和
经济内涵，而对构成家屋的婚姻制度内涵则叙述较少。在另外一处，林先生又说：“近亲禁婚
之外，其他亲属在原则上皆可联姻。血亲没有族内族外的分别，因是堂兄弟姊妹、姨表兄弟姊
妹、舅表兄弟姊妹以及姑表兄弟姊妹，皆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彼此之间都可以婚配。”［16］
家屋制度在两个层面上与封建制度有着内在的亲和性。其一是封建主或者领主的权力
维系是通过策略性的联姻和继承制度实现的，而对这一政治过程的表述则几乎完全依赖于
亲属制度的术语，因此，家屋成为了权力的最重要容器，也就是说，所谓封建，是土地控制权
超越了亲属制度，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表述的政治系统；其二，封建特权，包括劣势特权的分
配，以及整个封建体的等级制度和经济运行都是以家屋为基本单位的。对任何一个封建体的
家屋制度的研究都要同时考虑作为习俗的亲属制度和作为权力载体的亲属制度两个方面，
其实这两种亲属制度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但因为权力作为亲属制度的内在属性所发挥的
作用不同，两者的面貌仍旧有着鲜明的差异。
嘉绒人的家屋制度在土司－土舍（获土目）贵族、头人和平民（差巴）三个等级中的表现既
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考虑到封建制度的等级性，林先生最为关注的是土司贵族的家屋制
度，同时由于他在调查期间观察到黑水头人苏永和逐步崛起的过程，故对头人的家屋制度也
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关于土司世系起源的问题，林耀华只是简单述及土司远祖来自西藏
琼部［17］，而没有像马长寿那样去收集整理嘉绒各个土司的祖源神话［18］。尽管中央王朝的册
封，尤其是给予土司的印信、号纸对嘉绒人的等级制影响深刻，但本质上，不同等级的人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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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的“根根”仍旧跟嘉绒人的神话系统有关系。绰斯甲土司家的祖源神话说：远古之世，天
下有人民而无土司。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卯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儴戎。其地有一
仙女名喀木茹芈，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部山上，各生一子。一卵之子，腹上有文曰
“k’rastciam”（绰斯甲）。此子年长，东行，依腹文觅地，遂至绰斯甲为王。人民奉之如神明，莫
敢越违……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之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之土司；三曰
葛许甲，为革什咱之土司。
瓦寺土司的祖源神话说：天上普贤菩萨化身为大鹏金翅鸟曰“琼”，降于乌斯藏之琼部。
首生二角，额上发光，额光与日光相映，人莫敢近之。迨琼鸟飞去，人至山上，见有遗卵三只，
一白、一黄、一黑，僧巫取置庙内，诵经供养。三卵产生三子，育于山上。三子长大，黄卵之子至
丹东、巴底为土司，黑卵之子至绰斯甲为土司，白卵之子至涂禹山为瓦寺土司。
其他几则土司家族的祖源神话大同小异。对这些神话的深入分析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
只满足于指出以下几点：第一，卵生总是只发生一次，所有初代土司从卵中孵化出来之后，就
会通过婚姻进行正常的人类生育，这使得土司家族的卡里斯马无法通过婚姻与其他家族分
享。而且，由于卵的不可分割性，每一辈人中只有一个人被认为是卵的后代，其他人都是胎生
的后代，嘉绒人在神话里面就已经确定了每一辈人都会系统地将土司继承人和其兄弟直接
划分到两个等级当中，被排斥的兄弟会很快转变成联姻的对象，重新以姻亲的身份被纳入到
土司的贵族系统中。第二，不论是喀木茹芈——从她的名字来看，应该是出身于木神家族的
女子——还是琼鸟，都只是诞生了三只卵，而将孵化的任务交给了其他人，比如上文中所提
到的僧巫。与此同时，孵化的地点变得很重要，两则神话中都说是琼部的山上，而琼鸟和琼部
有着相同的名字并非历史原因造成的，而是表明山和琼鸟是一体两面的。琼鸟在神话里和木
神家族的女子处于相同的位置，而琼部的神山亦是木族神山，也就是木神的替代物，所以，土
司的根根在神话里面就和苯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由母系血缘和孵化之地两种因
素构成的。第三，这里出现的绰斯甲、瓦寺、沃日、革什咱等土司的名号都是家屋的名字，这些
家屋都是琼部神山的模仿物，这也就意味着，家屋带有鲜明的母性特征，一个家屋内部是由
两种关系构成的：其一是房屋和每个成员的关系，这是一种隐喻的母子关系；其二是由成员
之间的亲属制度构成的网络，神话中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个亲属制度是以父系继承为特
征的。
林耀华反复强调嘉绒人的阶级内婚制，他说：“与亲属联婚并行不悖者，就是阶级内婚
制。戎人实行阶级制度颇为綦严，能够维持阶级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阶级内婚之制。
所谓阶级内婚，乃系男女配偶限定于相同阶级之内，不同阶级就不能联姻。”［19］林先生在这
里所使用的“阶级”一词，其真正的含义是等级。事实上，不独嘉绒人，内婚制是几乎所有等级
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在不同的社会，等级内婚制与政治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各不相同。
嘉绒人的等级内婚制是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的：第一是土司和土舍的通婚所构成的
广义父系内婚制，第二是在不同的土司之间、土司和土舍之间建立的父系外婚制。林先生和
陈永龄先生的研究对这一区分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这两种婚姻策略的差异，以及嘉绒土司
在这两种婚姻制度之间的选择与穿梭，正是理解嘉绒人政治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神话之外，所有的土司都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获得中央王朝册封的，嘉绒人系统化地
降低旁系地位的策略被转变成了对土目和土舍的册封。土舍从源头上讲跟土司是同一个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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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世系的不同分支，马长寿说：“土舍本其宗族也，嘉戎婚姻不避同姓。由血统言，土舍似即为
土司世代持续之机构。平时供给婚姻之配偶；绝嗣时，则纳子息为继承司位之人。”［20］林耀华
说：“土舍原为土司本族，在土内划有较小的治区范围，也可世袭其职。土舍既为土司本族，就
同隶于贵族阶级，只是治权与名号稍逊于土司而已，从婚姻关系而论，土舍似即为土司四代
持续的机构。平时供给土司婚姻的配偶，至土司绝嗣之时，又由土舍纳子息以为继承土位之
人，或以子息入赘土妇。”［21］土司与土舍的联姻无疑是父系内婚制的某种形态，这种婚姻通
过拒绝与没有血亲关系的人交换女性和权力，而将权力完全保留在一个世系之内，其情形一
如雅典人强调权力系统的父系特征，同时却允许父系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通婚，反而限制母
系亲属之间的通婚［22］。土舍作为土司的兄弟，首先被从等级上降低成土司治下的贵族，然后
再作为姻亲重新与土司建立联盟关系。这种土司土舍之间的联姻由于历史的原因也会衍生
出丰富的变形，比如林先生着重研究的四土嘉绒。“理县北部四土，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
各土司，皆祖述于杂谷，原为杂谷土司的土舍”［23］，所以，这几个土司以及杂谷于乾隆年间改
土归流而设置的杂谷五屯的守备，原本就都来自同一个父系宗族。他们之间的联姻既带有父
系内婚制的色彩，又包含了父系外婚制联盟的因素。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巴底、巴旺两个土
司之间。而与父系血亲之外的土司家族的通婚则往往是扩大和巩固政治联盟的产物，某些时
候甚至带有冒险的色彩。正是这种婚姻形式，从民国时期开始才使得等级内婚制的边界得以
松动，苏永和家族的政治野心才凭借复杂的婚姻联盟策略得以深入到土司制度的核心地带。
尽管家屋制度本身是并系继嗣的，但由于嘉绒政治系统本身是男性主导的，所以陈永龄
说：“从权力方面言，嘉戎民族多为父权者，而绝少母权者，除非父死后，母为家屋之家长，而
具有才干能力者，虽有赘婿在家，亦须听从母方的安排。但实际言之，赘婿在母系母方之家族
中亦颇具影响，盖男子始终为主要之经济生产者也，有时其权实在其妻之上。”［24］嘉绒土司
的承嗣方式非常复杂多样，但首选的仍旧是父子继承制度。只要有儿子，土司总是把职位传
给其中的一个儿子，另外的儿子们或者出家，或者入赘别家，女儿则要出嫁。第二种方式是在
没有儿子而有女儿的情况下，选择招赘一个女婿上门。但这不能看作是不分系继嗣，因为女
儿的继承权是排在儿子的后面的，所以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女方通过出让一辈人的权力，获
取下一代的继承人，所以权力实际上是从外祖父经由女婿传递给外孙的。家名制度的优越之
处在于，这个通过招赘而诞生的继承人与父系血亲下直接产生的继承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和身份上的差异。第三种是在绝嗣的情况下，土妇继承土司权力，如果土妇已经无法生育，则
需要通过过继的方式获得一个继承人。一般来说，过继来的孩子都是土司的父系宗族里或远
或近的后代，比如末代梭磨土司思良刚王平，就是在上一任土司绝嗣的时候以族人身份过继
到土司家屋之中而继承土司职位的。咸丰九年，卓克基土司绝嗣，亦是过继了党坝土司子格
山朋。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父系继承制度的表现。而如果土妇尚且年轻，则她通过招赘
来执行权力并产生下一代，林耀华先生和陈永龄先生都认为这是因为土妇作为家屋的主人，
自然就获得了这个权力［25］。果然如此，则土妇招赘与土司女儿招赘就没有任何分别了。但这
个说法与松冈土司的一个个案是相互矛盾的。1928年，松冈土妇，也就是绰斯甲土司的次女
察旺拉姆，设计杀死了入赘的杂屯守备的次子高襄，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与头人商议迎其
六妹察梭巴珠为继女，即将来的土妇，再由察梭巴珠招赘其他土司之子为松冈土司。如果察
旺拉姆自然获得了松冈土司的权力，那她就没有必要将自己的亲妹妹认作义女才能辗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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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继嗣之业了。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亲属制度上的依据能够说明土司权力可以直接传递给寡
居的土妇。寡居土妇招赘最典型的情况是，在作为土司的哥哥死亡而没有后代的时候，已经
离开土司家屋的兄弟可以凭借妻兄弟婚的机制重新回到土司家屋，续娶寡嫂并继承土司权
力。如丹东土司登龙初娶明正土司女，龙初不寿，其弟坤山即娶寡嫂，继承了土司职位［26］。妻
兄弟婚可以自然地延展为侄子续娶寡婶之制，如高襄娶察旺拉姆就是侄子续娶寡婶，乾隆年
间，沃日土司哈儿吉死后无嗣，亦是议由其侄纳尔吉续娶寡婶，承继土司位［27］。再进一步延
伸，则招赘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父系宗族。所以，土妇招赘实与土女招赘不同，前者招赘时
前夫的父系血亲是有优先权的，土女招赘自然也会考虑父系血亲的优先权，以避免未来孩子
的父系亲属的干扰，但在结构上无疑是更加开放的。招赘乃是整个等级内婚制中最为薄弱的
环节，在下文即可看到黑水头人苏永和最擅长的婚姻策略就是不断以自己和儿子入赘于别
家。不论是土司女儿还是寡居土妇招赘，房名的实际所有者都属于未来由这两种女性诞下的
孩子，因此这两种女性对家名的所有权是高于入赘者的，但实际的政治经济权柄则操于入赘
者之手。与这种制度呈镜像关系的一个案例，是索观瀛的第二个妻子，也就是索国坤的生母，
她是党坝噶斯泰克之女。该女去世之后，原定由索国坤前来继承土舍，但索国坤要继承卓克
基土司之位，索观瀛即安排三妻关素贞继承了噶斯泰克土舍。这个案例不放在嘉绒人并不陌
生的夫姊妹婚的框架下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事实上，关素贞是杂谷千总之女，与党坝土舍俱
为杂谷土司后裔。第四种继承方式是土司家保留对嫁出去的女儿所诞之子的所有权。这种方
式与第二种方式恰成镜像关系，比如索观瀛之所以被卓克基土司官寨请去继承土司之位，就
是因为他母亲是卓克基土司之女。光绪十七年，卓克基土司绝嗣时，曾迎请松潘阿坝土司之
子恩部索诺木为土司。林耀华先生猜测阿坝土司曾迎请卓克基土司之女，后来的社会历史调
查证明，两方确实曾经发生过联姻［28］。
不论用女性还是男性来完成在不同的封建主之间的牵线搭桥，都是封建制度最为常见
的手段，政治联盟因此可以用亲属制度的术语来表达。但在嘉绒地区，这两种牵线搭桥的方
式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并系继承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权力运作有了独立的空间，等级内婚
制和并系继承制度是一体两面的，不论是娶妻还是入赘，男女双方的根根都来自他们各自的
父母。这种貌似对称的结构与权力的单边传承之间的矛盾使得任何一个家屋制度的社会都
会人为地制造出不对称的因素，以确保男性世系不会被并系继承制度吞没。以嘉绒土司的婚
姻来说，嫁出去的女儿和入赘的女婿，不论是在上攀婚、下嫁婚还是在门当户对的土司联姻
当中，都要将两个男性世系结合成一个联盟。然而，出嫁女性可以在夫家和娘家之间进行现
实的选择，比如索代赓之妹索代玉嫁于杂谷屯守备高承谦，后者得黑水头人允诺，如果成功
阻止索代赓继承梭磨土司位，即被拥戴继承梭磨土司位，高随即暗中阻挠索代赓前来继位，
甚至在高承谦已经亡故之后，索代玉仍旧与黑水头人联合阻挠索代赓。而男性入赘者则始终
和自己本身的父系世系保持着结构性的关联，这一关联看起来远比兄妹之间的关联来得稳
固和强大。比如林耀华先生提供了一个甘孜日杂家土司的例子：乌巴家百户之子翁须夺吉入
赘日杂家土司女曲梅折妈，生了尼玛兄弟二人。后夫妇不睦，曲梅折妈手杀其夫翁须夺吉，这
引起了乌巴百户家的复仇，乌巴家杀死了曲梅折妈和其长子，即尼玛的长兄［29］。又如，松岗
土司高襄被土妇察旺拉姆所害之后，亦曾出偿命价 4000两白银。父系世系跨越家名的复仇
或索取偿命价的现象说明父系继承制度在并系继承的结构中仍旧维系了稳定的地位。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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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在权力继承上的优势，同时也必然带来父系亲属之间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以父系亲属之
间的暴力和杀戮也不让人意外，比如乾隆年间的梭磨土司革儿悟在袭位之后就曾杀害了自
己父亲沙甲布的次妻阿色，以及阿色所生三个子女。
头人阶层的婚姻制度与土司非常类似，但头人没有卵生始祖神话的支持，其掌握的权力
来自土司的分封，亦有世袭之制。由于权力性质的不同，在头人的婚姻形态当中，父系内婚的
比例要小得多，反而是姑舅表亲联姻的优先性十分明显。换句话说，头人虽有世袭之制，但权
力不如土司那般稳固和不可争议，而是时时处于变动当中，头人与头人之间的联合与争斗便
成了这个阶层最为常见的一种政治形态。这种状况与北美洲几个大部落的两个胞族之间的
关系有相当的可比性。比如芦花大头人王珍为了垄断已绝嗣之梭磨土司的权力，又恐麻窝头
人吉吉不服，便率先发难，在麻窝的水井中下毒。事情败露之后，麻窝杀死了王珍，然后却允
诺将女儿益思根嫁于王珍之子旺图的儿子贡达尔，待芦花前来迎亲时，又将芦花人全部屠
戮。旺图与麻窝相抗数年，最终却以益思根嫁给了贡达尔而冰释前嫌［30］。至于姑舅表婚，典
型的例子就是麻窝头人与木苏头人之间的联姻。木苏头人任贞南毛甲娶麻窝头人吉吉的妹
妹为妻，生子高羊平与高丽华。高羊平继承木苏头人之位后又入赘芦花太太益思根，后者是
吉吉的女儿。高丽华先是嫁给了吉吉长子苏永清，永清死后，又嫁给了永清之弟永和［31］。两
家头人在两代人之间的四次婚姻俱为姑舅表婚，这种联盟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两家头人在当
地的政治力量。在益思根嫁给贡达尔之后，贡达尔为小头人楚思加所杀，后者联络汉军，支持
索代赓代理梭磨土司之职，而益思根则回到麻窝寻求苏氏兄弟的帮助。从索代玉和益思根各
自跟自己兄弟的关系，亦足可见土司与头人之权力性质和婚姻方式之差异。
除利用姑舅表婚来巩固联盟之外，上攀婚亦是头人重要的婚姻策略。由于土司婚姻的
男性世袭制的约束，头人女嫁于土司子往往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所生之子会直接
属于土司家，但此子之母等级地位又显低下，而头人对土司家的舅权受制于等级的差异，也
完全无所伸张。但在林耀华先生所见之 20世纪 40年代，情形稍有不同。苏永和以女格西担
珠嫁卓克基土司子索国坤，固然令索观瀛十分懊恼，“索氏常叹国坤惧内，且已露袒护岳家
之心”［32］，索观瀛甚至直接传位国坤，自己入赘党坝土妇，但当看到国坤纳土司印信于格西
担珠，卓克基头人亦渐为后者收买时，又从党坝回来收回了土司印信。格西担珠之所为与其
姑姑益思根如出一辙，但其对苏永和伸张势力之协助更多来自其个人的谋略胆识，并不是结
构性的因素，最终格西担珠的政治活动空间仍旧为索观瀛收回了。土司子入赘头人女更是完
全不会发生的事，所以真正有效的上攀婚往往是头人子入赘或娶入土司女或土妇。林耀华记
录了三个个案，其一是党坝土司色林乌是党坝土妇泽朗海与头人恩保彭楚所生，其二是丹东
土司登坤山将自己哥哥所遗之女嫁于革什咱头人巴登，其三是苏永清之子苏希贤入赘松岗
土妇察愣巴珠。这种婚姻在衰落之土司与有力之头人看来是双方得利的，头人的父系世系因
此得以获得土司根根，而土司家则用后代等级的部分衰落来换取强势头人的支持。头人上攀
婚最为成功的方式乃是头人女与土司或者土司子偷情，此时所生之子诞生于母家，土司家不
会来争夺孩子的所有权，而所生之子未来在头人的竞争中因为具有了土司根根而倍显优势。
党坝土司色林乌在婚前即与党坝某头人之女私通生二子，一子名三朗恩波，一子名依布牵
牵，这二人后来的情况目前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苏永和从苏永清那里继承的妻子龙坝太
太峨兹密即其母与梭磨土司私通而生，峨兹密本身就是“尊称土司女之意”［33］。苏永清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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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希贤得以控制来苏下五沟之地，亦与龙坝太太之出生与威望有关。在近代头人政治兴起的
过程中，入赘是最为重要和成功的策略，单是黑水头人一家，苏永清、苏永和和苏希贤，就总
共上门入赘四次。其中苏永和第二次入赘到松潘毛牛沟，娶土官陈仁清遗孀毛牛沟太太绿
歌，已经突出到了梭磨领土之外，进入松潘地界，而唯一一个入赘到土四家的就是苏希贤。相
反，苏永和嫁女到卓克基土司家和将龙坝太太次女嫁于甘坡屯守备桑梓侯之子，看起来都收
效不大。
至于平民阶层，则政治权力的影响力愈发式微。陈永龄先生的调查表明，父子相传虽然
仍旧是通常的继承方式，但喇嘛打卦对于具体选择哪一个子或女来继承房名，哪一个出嫁或
者入赘都有更强的影响：“如一家有一子一女，普通多由子传代，女出嫁，如经看卦后，子须出
家做喇嘛或须外出入赘上门时，则留女在家招赘婿，亦传该房后代。”［34］在平民阶层，姑舅表
婚仍旧占有优势，但父系和母系的平表婚也都是允许的，权力因素的减弱使得父系亲属不再
有计划地排斥旁系或优先通婚。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民阶层的家屋制度是完全对称的并系继
承制度，如果婚姻形式是娶妇的从夫居，新妇在生育之前往往是长住娘家的，直到第一个孩
子降生后才会长住夫家，而入赘的婚姻则要求新郎在结婚仪式之后马上就开始长住妻家。
为了理解平民的家屋制度，我们可以尝试对构成嘉绒人家屋制度的几个因素区分开来
进行分析。首先，住屋的财产可以区分成动产和不动产，女儿出嫁、儿子出门入赘时都会带走
一部分财产，真正不可分割的只有土地和房屋。每个平民的家屋都领有固定份额的土地，除
了特定的群体如土司和头人的科巴外，这些土地都负担着明确的实物地租、兵役和劳役，这
些封建义务的固定化显然是对土司的整个封建政治制度的运行更加有利的。而且，这并非嘉
绒人或者藏人独有的，份地或者封土的不可分割性是很多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比如早期的
欧洲的封土就是不可分割的［35］。所以，每一次继承时，家屋里面只保留一个子女，每一辈人
中，只能保留一对夫妻关系，这并非一种文化选择或者自然的亲属制度类型，而是由封建制
度决定的。其次，并系和不分系继承制度，其核心问题在于家屋可以由女性继承，而非限于父
子相传，这完全是受封土地的世袭原则高度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当收回封土对封主没有
什么好处而只会带来混乱，受封者又强烈主张封土的世袭性时，分封制度的稳定性就变得十
分关键，只要封主能够确认受封者有能力完成地租和劳役，并确保后者的效忠，女性继承人
的出现就是可以接受的。同样，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女性继承人的出现亦是与封土的世袭
财产化直接相关的［36］。再次，嘉绒人的婚姻是极端的短交换形式，这使得“与之交换的亲属”
的范围极端扩大，而“与之分享的亲属”范围变得极其狭窄［37］，婚姻关系因此就超越了继嗣
关系而成为亲属制度的核心，封地与家屋也便超越了血缘，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在平民当
中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婚姻当中两性是完全对称的，家屋中最重要的家神是灶火，
而锅庄中的三脚铁架则总是来自妻子的嫁妆，也就是母系相传的，是最初领受封地或份地时
土司赐予的。因此，可以说在嘉绒人的家屋中，权力本质上是沿着男性传递的，偶尔也需要借
用女性来度过缺乏男性继承人的关口，而家屋的宗教价值则是沿着女性传递的，嘉绒社会两
性的功能分化由此可见一斑，而一个家屋总是由权力和宗教价值耦合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
上也解释了新妇在生产之前不落夫家的原因——灶火沿着母系传递，一家只有一个灶火，一
个女性无法加入她丈夫的母亲的灶火，只有在获得了一个继承人之后，女性才能将自己的灶
火带入夫家，并确保这灶火不会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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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等级到平等的转变
中国边疆社会近代变革的核心问题即是从一个基于封建制度的等级主义社会转变成一
个基于现代性的平等主义社会，林耀华的藏区民族志研究在国家以革命的手段改变边疆基
本社会制度之前，看到了藏人社会内部变革的动力学和社会学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是，头人阶层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实利主义政治的兴起，给暮气沉沉的土司制度带来了强烈的
冲击，梭磨土司所遗之印信再无法让苏永和成为下一任土司，而不过是给他的政治野心一个
明确的目标罢了。在头人的冲击之下，素与汉人关系密切的土司便想到要引入现代国家的力
量甚至袍哥的力量予以对抗，以便在混乱的局面中取得暂时的优势。这一过程最明显的后果
就是等级内婚制的衰落。不同等级之间的通婚逐渐增多，等级制本身便岌岌可危，土司制度
也便逐渐失去了再生产的可能性。由于革命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这一过程如果持续下去的
结果，但可以确知的是，藏人社会等级制的衰落不乏内在的动力。而正是芦花头人王珍、苏氏
兄弟看到土司制度的乏力而兴起的政治野心，使得嘉绒人的政治学逐渐脱离了封建制度的
框架——禁忌首先是从内部被打破的。
于式玉 1943年曾经见到了苏永和，并且借住在他的头人官寨里面。在《麻窝衙门》一文
中，于式玉详细描述了苏永和审案的过程：“他见诉讼人那种不胜惶恐的样子，等他说到一段
落，便借机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的笑，满屋同时哄然大笑起来。趁着空气的松动，他便命娃
子拿出咂酒来赐予告状的人，由这种方式缓和了他们恐慌而紧张的心理，同时使他们感到头
人的和悦可亲……苏永和能给他们咂酒喝，能向他们——并同他们哈哈大笑，这大概是能统
帅黑水的最大原因了。”［38］我们可以把这段描述和陈永龄对卓克基土司的描述进行对比：
“土司平日皆深居简出，其日常活动亦多限于土司官寨中。是故嘉戎民族，其在上之土司阶
级与在下之平民阶级乃是彼此隔绝。在长久隔绝的生活中，百姓永远不能了解土司，对之总
是莫测高深，而此隔绝的生活亦足使土司高高超越百姓之上，发号施令，得以维持其威势不
衰。”［39］等级制度当然没有在头人的冲击下彻底崩塌，甚至直到今天仍旧在以某种方式延
续，但苏永和所主张的政治形式与土司们有着天壤之别。
林耀华 20世纪 40年代的藏区研究所忧虑的是旧国家的退却与新国家的无力所导致的
边疆去国家化，土司与头人之间的混乱厮杀使得嘉绒地区硝烟四起，民生凋敝。林耀华和陈
永龄都对土司政治的停滞保守，以及贵族与平民之间巨大的贫富差异十分不满，尤其是平民
所承受的沉重劳役让林耀华无比同情而又无奈。在这二位先生看来，边疆社会的现代化和再
度国家化完全是同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富强康乐民主进步的新中国，然后我们
才能看到一个富强康乐民主进步的新嘉戎社会”［40］，陈永龄此言亦是林耀华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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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dalism，Hierarchy and House Society: Lin Yaohua’s Tibetan
Studies and His Borderland Politics Thoughts
Zhang Yahui
Abstract：Lin Yaohuain’s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1940s about Khampa Tibetan，which consider Tibetan area as a
subject，and also provide critical reference for anthropologists engaged in borderl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are
very few seminal anthropological publications at that time. By presenting the general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a feu－
dal boarders and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societies，he witnessed，Lin’s studies，which
dealt with feudalism，hierarchy and house society，still have been the most valuable theoretical and thoughtful re－
sources as we research Tibetan societies. The house society，Lin found in his fieldwork，had been a key concept for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since 1970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te Lin’s
perspective based on many practices and his borderland politics study advocacy implied between the lines，and
hopes to contribute to anthropological fronti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feudalism；hierarchy；house society；frontier studies；borderland politic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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